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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挑战和法律规制＊

王全兴＊＊　刘　琦＊＊＊

内容摘要：我国现阶段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与我国传统经济下的灵活用工和发达国家新经济下的灵活
用工都有所不同。其中的主要问题是，作为农民工问题在新经济下的延续和加剧，对劳动法现行规制模式提
出了新挑战。为此，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规制应当满足新经济发展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双重需要，协调新经
济发展与提高就业质量的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的关系，并从劳动关系保
护路径和一般性社会保护路径共同展开对网约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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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经济”，是一个包容性强、含义有多种理解的概念，最早见诸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的美国《商业周刊》，用
于描述信息革命以来，尤其上世纪９０年代后美国出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罕见现象；①

而今通常用以指称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科技及其应用而产生的新型经济形态。“建立在信息科技
革命基础上的信息经济是新经济内涵的核心点”，②当前以互联网平台组织生产要素为核心内容的平台经
济，以充分利用知识资产与闲置资源、便利人人有效参与为核心功能的分享／共享经济，都是新经济的典型表
现。新经济给我国就业带来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简称平台企业）的灵活用工，不仅规模快速
扩张，而且新形式不断出现。对此，现行劳动法规制模式面临诸多挑战，亟需精准把握其中的突出问题并做
出应对。

一、我国现阶段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

关于我国现阶段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认识和研判，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比较中把握其特殊性。

（一）纵向：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与传统经济下灵活用工的比较
灵活用工在我国传统经济下已大量出现，新经济只不过是其得以加剧的契机。然而，新经济下灵活用工

较之传统经济下灵活用工，有其值得重视的差异。

１．用工关系结构的差异
实践中，弱化或转移雇主责任多是用工灵活化的动机，且多是借助用工关系结构的变化来实现的。传统

经济下，用工灵活化的突出表现是，典型劳动关系的两端结构转向非典型劳动关系的三角结构，即在雇主与
劳动者之间介入第三人———其样态依次表现为职业中介机构、人事代理机构、劳务派遣机构以及劳务外包机
构等。③ 第三人的介入推动着非典型劳动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即伴随着第三人分担雇主职能的渐次增多，

一方面，企业可以充分专注于核心业务，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第三人在地位和作用上具备了部分雇
主属性，尤其是劳务派遣中的派遣机构和业务外包中的承包人。而对于劳务派遣中的用工单位和业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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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发包人而言，则实现了劳动关系的转移，从而降低了用工成本，减轻甚至规避了雇主责任。
然而，观察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形式，不难发现其内部结构似乎呈现出向两端结构复归的态势。以互联

网平台为例，与平台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不仅有企业等组织，而且更多的是个人。这种用工模式虽然是外包
用工的进一步发展，但与传统经济中的外包用工有所不同。其一，传统经济下的外包用工通常为“发包———
转包或分包———底层承包”的多层次结构，用工关系呈现三角结构，即发包人通过与承包人建立民事关系，致
使其直接用工被承包人用工所替代，仅存在承包人与其劳动者的劳动关系或民事雇用关系；而新经济下的外
包用工一般为单层次扁平结构，平台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动态和灵活多样的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利用互
联网技术优势，将传统上由雇员完成的工作任务外包给与其合作的众多个人，分别由个人直接完成。其二，
传统经济下的外包用工，劳动者在承包人监督管理下完成工作任务，一般不受发包人控制；而在新经济中，不
仅合作者个人的劳动受到平台的直接控制，而且合作者组织的受雇者，其劳动也受到平台一定的控制，如“饿
了么”平台对其加盟配送代理商所雇劳动者保持着高度控制。可见，在平台企业与合作者个人之间，中间环
节（承包人）已经消失；即使在平台企业与合作者组织的受雇者之间，合作者组织作为中间环节的地位和作用
较之传统经济下的承包企业也大为减弱。所以，其凸显的是两端结构（平台企业与劳动者）。正由于承包企
业环节的消失，平台企业无法通过外包来转移劳动关系，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去劳动关系化就成为其主要追
求，如通常不会与合作者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纠纷发生时则主张双方是民事关系。

２．生产资料结构的差异
无论何种劳动／用工形式，都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传统经济下的劳动／用工，其生产资料以实体

形态为主。在福特制大生产模式下，生产资料的固定成本较高，需要由雇主集中占有，雇员因只提供劳动力
而依赖于雇主的生产资料；雇主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得以对雇员施加命令和指挥。即使在劳务派遣、业务外
包等灵活用工模式之下，这种境况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然而，新经济下生产资料的形态和来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包括第三产业

（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第四产业（商业、金融业、保险业和地产业）和第五产业（卫生保健、教育、研究、政府
和娱乐），其技术主要是信息技术，其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的集中和具体化。”④于是信息作为企业必不可少
的资源和工具，成为非实体性的生产资料。实践中，平台企业还“不断发现信息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秘
密”，⑤越来越看重信息较之实体形态生产资料具有更强的可开发性和可分享性，逐步减少实体形态生产资
料的比重，将生产环节外包，减少直接雇员，模糊企业实体边界。⑥ 因而，平台企业凭借其信息形态生产资料
的优势，得以迅速崛起。所以，马云宣称，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数据时代，数据（信息）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
料。⑦

从与信息形态生产资料相对应的另一方面看，平台企业因看重信息形态生产资料而将生产环节外包之
后，处在外包生产环节的劳动者个人，虽然有其自供的生产资料可资从业劳动，但平台企业的信息形态生产
资料对其从业劳动更为必要。例如，在网约车经营模式中，劳动者（司机）和消费者需要依托平台发出或接收
订单，提供或接受服务。一旦司机离开平台，则很可能找不到乘客，或者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最终只
能选择依附于平台企业。正是在此意义上，有的裁判要旨指出，“互联网经济下的新用工模式中，交通工具并
非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平台运营方所掌握的信息才是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⑧

（二）横向：新经济下我国与发达国家灵活用工的比较
在发达国家，信息科技作为新经济的核心，从固定端到移动端、从局域网到互联网再到物联网，经历了近

０８

法学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３５
页。

参见胡凌：《“连接一切”：论互联网帝国意识形态与实践》，载《文化纵横》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参见胡凌：《网络法的政治经济起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３－３１４页。
参见马云：《数据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生产资料》，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ｒｏｌ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０／ｄｏｃ－ｉｆ－

ｙｋｕｆｔｚ５８７８７０１．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闪送员起诉确认劳动关系为何被支持？合议庭详解裁判要旨》，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

ｃｏｍ／ｓ／ｆｗｔｋｇＴｐＧｎＪＦ２ＢｍｙＴｄｌＫ－Ｅｗ，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



半个世纪，其发展阶段较为清晰，相应的灵活用工样态亦逐渐演进。我国信息革命进程则发端较晚，信息科
技的发展阶段被压缩，而“互联网＋”的产业范围扩展快速，灵活用工的多种形态在现阶段同时涌现。

１．社会背景的差异
在发达国家，新经济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后的后工业社会产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信息科技的深

入发展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今进一步发展到工业４．０。⑨ 在此过程中，生产方式伴随信息科技革命由福
特制转到后福特制，由泰勒制大生产转向小微化、精细化生产，企业通过战略联盟、供应链管理、分包制和虚
拟制造等网络化合作组织以提高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瑏瑠 于是，新的灵活用工形式由此产生和发展。第一
阶段，网络资讯科技的发达极大便利了工作任务线上完成和劳动成果即时给付，雇员可以远离传统的固定职
场，甚至直接在家中完成工作并提交成果。远程劳动（ｔｅｌｅｗｏｒｋ，又称电传劳动、数字劳动）由此出现，尤其进
入新世纪以来，日益受到关注和青睐，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法律和政策予以促进和规
制。瑏瑡 近年来，Ｕｂｅｒ、Ｌｙｆｔ、Ｔａｓｋ　ｒａｂｂｉｔ、Ｃｌｉｃｋ　ｗｏｒｋｅｒ等平台企业的涌现标志着新经济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市场主体可以借此充分分享闲置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供需双方得以即时发布和获取信息，并实现精准的
双向匹配。平台经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或称零工经济（ｇｉ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由此诞生，相应的灵活用工形式包括
按需劳动（ｗｏｒｋ－ｏｎ－ｄｅｍａｎｄ）和众包劳动（ｃｒｏｗｄ　ｗｏｒｋ），瑏瑢前者一般在线下完成工作，网约劳动是其主要
表现；后者通常在线上完成工作，其劳动关系通常不再固定，可视为平台经济中远程劳动的进一步发展。
反观我国，新经济滥觞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速度且与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重叠的发展阶段，信息化

进程虽然快速，但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还未完成，不定型的后工业社会因素与未完成的工业社会交织，残
余的计划经济因素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混合。一方面，信息化所对接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较大比重
的产业结构和整体素质不高的人力资源结构，加之技术手段瓶颈、认知观念受限等因素，线上远程劳动尚处
于萌芽和倡导阶段。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区域失衡，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加之实体经济下行对
劳动力的挤出恰逢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就业空间，才有线下网约劳动大军的蔚为大观。

２．工作岗位结构的差异
发达国家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远程劳动，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性要求，且集中于服务业和科技产业等知识经

济领域。美国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信息化浪潮以来，不仅民营企业以提高白领劳动者劳动生产率为目的开始引
入远程劳动，政府部门也积极采用。瑏瑣 解决都市地区交通拥挤、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问题，甚至２００１年
“９１１”事件后出于反恐需要的灾害应变与继续营运计划，瑏瑤都成为美国政府推行远程劳动的重要动因。正因
为如此，远程劳动的规模在发达国家不断扩大。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曾根据调研判断，２００９年底全美已
有至少３４００万名远程劳动者，至２０１６年底预计增长至６３００万名，约４３％美国劳动人口将成为远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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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２０１１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工业４．０的概念。其核心是在物联网技术支持下，一个由
软体、感测器、处理器和通信技术所建立的资讯物理系统（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ＰＳ），当中包含了智慧工厂、工业线路系
统、ＩＴ系统、生产链的自主控制。参见丁于珊：《制造业的未来：工业４．０》，载《Ｃ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参见刘刚等：《后福特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页。
如美国《远程劳动促进法》（２０１０年）、《远程劳动政府指南》（２０１１年）；日本《远程劳动人口倍增行动计划》（２００７年）；

欧盟《远程劳动欧洲框架协议》（２００２年）。
按需劳动（ｗｏｒｋ－ｏｎ－ｄｅｍａｎｄ）需由特定劳动者在特定地点完成，通常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物理世界或现实空间，劳动

者通常来自当地，平台企业通常对价格设定、产品和服务标准、劳动力管理等方面保持较大的控制权，如Ｕｂｅｒ、Ｌｙｆｔ平台企业；
众包劳动（ｃｒｏｗｄ　ｗｏｒｋ）的工作任务通常可借助移动互联网而在任何地方完成，包括公开招标和任务完成两大环节，劳动者可
能来自世界各地，平台的作用仅限于在劳动者和服务需求方之间完成匹配，如Ｃｌｉｃｋ　ｗｏｒｋｅｒ平台企业。Ｓｅｅ　Ｄｅ　Ｓｔｅｆａｎｏ　Ｖ，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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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思路：《远程劳动的立法趋势与法律适用》，载《中国劳动》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参见张其恒：《综观美、日电传劳动之发展与调适政策》，载《台湾劳工季刊》２０１６年第４５期。



者。瑏瑥 其他国家从事远程劳动的雇员比重，瑞典由２００３年的３６％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５１％，法国从２００７年的

７％上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２．４％，瑏瑦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表明，２０１４年度从事电传劳动人口为全体劳动人口之

１６．４％。瑏瑧

就平台企业的灵活用工而言，Ｕｂｅｒ司机是按需劳动的典型，Ａｍａｚｏｎ公司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项目则是
众包劳动的典型。Ｕｂｅｒ公司创立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前后美国Ｕｂｅｒ司机数量迅速增长至１６万人左右，瑏瑨目
前预计为５０万人，而在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匈牙利和德国，Ｕｂｅｒ公司业务在部分城市甚至整个国家因非
法而遭到禁止。瑏瑩 Ａｍａｚｏｎ公司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项目的工人数量大约达５０万，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印度
等国家。瑐瑠 在美国，网约劳动者总数约为６０万人，仅占美国工人数量的０．５％左右。瑐瑡 英国、瑞典、德国约有

３％到４％的成年人通过平台企业获得收入；瑐瑢在澳大利亚，只有不到６万人或不到０．５％的成年人口参与每
月超过一次的平台企业劳动。瑐瑣 正如学者指出，“尽管目前关于劳动法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平台企业，尤以

Ｕｂｅｒ为焦点，但是平台经济事实上只占据了非传统经济业态的很小份额。”瑐瑤

发达国家的网约劳动者，一部分属于青少年或兼职工作者，旨在课余或退休之际赚取额外收入；另一部
分是职业商人群体在本职工作之外所拥有的事业。瑐瑥 参与平台经济的工作，无特定的职业资格或工作经验
要求，职业进入方便和退出自由，劳动者可以在业余时间兼职、赚取额外报酬，也得以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需求。瑐瑦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众包都是一种兼职性或边缘性工作，众包工作者可以在主要收入之外拓宽来
源，并学习知识、获得乐趣、消遣时光。”瑐瑧有调研表明，美国绝大多数平台工作者更为倾向兼职工作，６３％的
受访者希望赚取额外收入，主要收入来源于零工经济者占比达３４％。瑐瑨 ２０１６年欧洲进步基金会和欧洲工会
联合会对荷兰、英国、德国、瑞典零工经济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灵活就业者参与平台经济获得的收入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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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婉宁：《日本对于电传劳工劳动权益之保护》，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９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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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注瑐瑤，Ｊｏｓｅｐｈ　Ｖ．Ｋｅｎｎｅｄｙ文。



其他收入的补充，其占个人总收入来源半数以上的人群比例，荷兰和德国为２５％，瑞典为３６％，英国为

３４％。瑐瑩

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以远程劳动为主，以平台企业的按需劳动和众包劳动为辅。无
论企业员工，还是政府公务人员，远程劳动一般为白领岗位。其中，部分属于雇主内部核心员工，劳动关系较
稳定；部分属于自由职业者，因基于自身知识技能优势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传统的资强劳弱之分和契约弱
势之虞并不显著。发达国家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者特殊之处在于同工作场所分离和工作时间不可控，需要
在工时计算、工资计量、工伤认定和职业安全卫生义务等方面予以特别规范。而按需劳动和众包劳动所占比
重较小，劳动者多是赚取兼职性收入。
较之发达国家，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行业分布状况和岗位结构则相反，以线下网约劳动者为主且蓝

领岗位居多。一方面，远程劳动尚未推广。上海市妇联于２０１７年１月建议鼓励有条件的单位为育龄女性员
工创造远程办公条件；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连续两年在“两会”上提交关于推广远程办公的提案；还有学者提
出，在全面推行“二胎”政策背景下，应当鼓励用人单位创造家庭友好型就业环境，以缓解工作与家庭的冲
突。瑑瑠 但目前只有“猪八戒网”线上威客（ｗｉｔｋｅｙ）、平台“主播”等个别职业或岗位呈现远程劳动特征；阿里巴
巴集团雇用相当数量的残障人士等通勤困难人员在家从事后台客服等岗位，则属于个例。另一方面，线下网
约劳动者规模巨大，远超发达国家。例如，２０１７年８月，饿了么、百度外卖合并，其网约“骑手”总数已接近
１００万人。瑑瑡 考察网约车行业，２０１６年６月到２０１７年６月，在“滴滴出行”获得过收入的司机总数达２１０８万，
其每天直接为２６４万司机提供人均超过１７０元的收入。瑑瑢

３．我国网约劳动者以农民工群体为主
据调查统计，上海市网约劳动者中，非沪籍农业户口务工人员占比达６８．５７％。瑑瑣 伴随平台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逐步提升，瑑瑤亦可推知平台企业对农民工
的就业吸引力。农民工群体总量较大，且持续激增，瑑瑥加之知识水平有限、劳动技能较低，平台企业的灵活用
工需求巨大、岗位门槛相对较低，故对其有很强的吸引力。许多农民工为赚取更多收入而将主要工作时间集
中于平台企业，事实上成为其全职工作，故专职网约劳动者占据相当比例。瑑瑦

农民工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而产生的新型特殊社会群体，农
民工问题实际上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的集中释放。瑑瑧 农民工群体多以次级劳
动力市场就业和灵活就业为主，其长期存在劳动关系稳定程度整体偏低且多处于企业和社会“双重体制外”
状态这两大突出问题，瑑瑨虽然被“经济性接纳”却遭遇“社会性排斥”，灵活性有余而安全性和公平性不足。这

３８

王全兴等：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的特点、挑战和法律规制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Ｓｅｅ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ｒｏｗｄ　Ｗ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６）．
参见刘峣：《远程办公成为现实：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受到质疑》，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第８版。
参见艾媒资讯：《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中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研究报告》，２０１７年３月发布。
参见滴滴政策研究院：《２０１７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发布。
参见马景红：《２０１７年上海市网约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理论研究项目，项目完成时间：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三个年度，当年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比重分别为５５．１％、５２．９％、５１．５％，比上年依次下降１．
５、２．２、１．４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中就业的比重分别为４４．５％、４６．７％、４８％，比上年依次上升１．６、２．２、１．３个百分点。参
见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５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发布；《２０１６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发
布；《２０１７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发布。

２０１７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８６５２万人，比上年增加４８１万人，增长１．７％。参见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年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发布。

上海市网约劳动者群体中，７８．１９％的受访者专职从事网约劳动工作；就网约车司机群体而言，全职司机占比７９．４％。
参见前注瑑瑣，马景红调研报告；标准排名研究院：《２０１６网络约车司机生存状况调查报告》，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发布。

参见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序言第２页。
参见王全兴：《我国当前群体劳动争议的概念辨析和应对思路》，载《中国劳动》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些问题在新经济中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仍然呈现“短工化”趋势；瑑瑩另一方面，其既是平台企业的
体制外劳动者，也是城市公共产品分享上的体制外群体。平台企业大多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加入工会的比
例更低；瑒瑠其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更受限制。综上，我国平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民工问
题。

二、新经济下灵活用工对现行规制模式的挑战

我国以劳动法为中心的用工规制模式中，灵活用工规制较之正规用工规制处于特别法地位，仅对非全日
制用工和劳务派遣用工设立专门制度，而对外包用工仅有发包人对承包者个人用工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

新经济下灵活用工对其挑战的主要切入点在于：
（一）企业边界模糊化及其挑战
科斯教授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就在于“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

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瑒瑡而“倾向于降低空
间组织成本的电话和电报的技术变革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瑒瑢 福特制模式下，企业边界是明晰的，雇主
在企业内部充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例如，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的整个劳动过程还是在企业内部由
雇主指挥和监督；外包用工的整个劳动过程也是在特定的发包人或承包人组织内部完成。

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组织成本的比较，而信息技术优于机械化技术和电气化技术的
魔力就在于，极大降低了组合和配置生产要素的空间组织成本，进而导致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如远程劳动
可避免通勤成本、固定办公室成本，网约劳动亦不再需要固定的实体工作场所。由此，企业将工作任务分派
给线上的远程劳动者和线下的网约劳动者，其生产过程突破了固有的内部生产车间限制，实现了更大范围的
生产要素整合。企业的触角似乎无处不在，既存在于分散的卫星办公室，又分布于家内劳动者的室内居所，

更散布于网约劳动者四处奔波的大街小巷。由此，企业和市场的界限划清成为难题。数据处理成本对交易
成本产生颠覆式变革，组织形态渐趋离散化与无界化，企业的边界呈现边际模糊的特点。瑒瑣

企业边界模糊化对于劳资双方都有巨大影响。对于雇主而言，因雇员的工作场所不再固定，劳动过程管
控、工时考勤和工资支付、职业安全卫生义务履行以及工伤认定等都将遭遇难题。例如，当雇员不需要到固
定场所上班，雇主就面临如何认定管理工时、防止消极怠工、确认加班加点事实等问题。当雇员的作业空间
与企业内工作场所分离，甚至可能超出雇主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雇主面对开放和动态工作场所，其职业安
全卫生义务的履行就无的放矢。再如，工伤认定一般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为要件，瑒瑤而企业边
界模糊将使工作场所难以准确界定，倘若对工作场所认定过宽，就会过度加重雇主责任。

对于劳动者而言，其不利处境更为明显。平台企业通常将工作任务分配给网约劳动者，并由劳动者直接
向消费者和用户提供产品或劳务。劳动者既无固定的工作场所，无法在企业内部完成劳动给付；又无稳定可
期的收入来源，其底薪较低甚至没有，大部分收入依赖订单提成。瑒瑥 消费者和用户有权对其服务做出评价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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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显示，上海市网约工群体中，半年内换工作的占１１．０７％，一年内换工作的占２２．９８％；连续工作时间达３年以上
的仅占２０．３３％；５４．９２％的受访者累计工作年限在６年以上没换过工作的仅占３８．３３％，更换工作１－２次的占２８．３３％，换３
次的占１７．０８％，换３次以上的占１６．２５％。参见前注瑑瑣，马景红调查报告。

调研显示，上海市网约工群体中，受访网约工４７．７％与平台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１１．７２％与第三方签订劳动合同，仍有

４０．５９％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会会员占比仅９．３２％。参见前注瑑瑣，马景红调查报告。北京市平台企业６０％以上劳动者未签订
劳动合同。参见张成刚：《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及劳动关系现状———基于北京市多平台的调查研究》，载《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参见［美］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页。
同上注，第１１页。
参见涂永前、徐晋、郭岚：《大数据经济、数据成本与企业边界》，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参见《工伤保险条例》第１４条第１款。
参见彭倩文、曹大友：《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以滴滴出行为例解析中国情境下互联网约租车平台的雇佣关

系》，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至投诉，且相关评价与其所得报酬及后续抢单成功率直接挂钩。为获得较高薪酬，网约劳动者不得不加班加
点地抢单和接单，甚至为节省配送时间而不惜违反交通规则。可以看出，劳动者失去了企业的庇护，其劳动
报酬的多少和工作机会的有无与消费者的每一次评价息息相关，可谓直接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加之社会
保险对其覆盖率低，“外卖小哥”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和伤亡率居高不下，瑒瑦其人身风险同样缺乏保障。
这种现象中有一种悖论。作为劳动关系之本质属性的从属性或控制性，依奈特教授的解释，其正当性来

自于市场风险的存在和企业家对市场风险的承担。即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客观存在，需要一个企业家阶
层，由其承担市场风险，并向雇员支付有保证的工资，从而控制雇员的行动并获得利润。瑒瑧 然而平台经济中，
平台企业从劳动者的收入中抽成，攫取商业利润，既对劳动者保有控制权，又任由劳动者直接裸露在市场风
险乃至人身风险之下。尤其在服务行业，劳动者难以预知其服务提供过程能否满足消费者和用户需求，如外
卖能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司机能否尽快到达约定地点接载乘客、顾客是否对其服务表示满意等，市场风险
使劳动者时刻处于高压状态。概言之，平台经济中主要的市场风险向劳动者一端转移，增加了其工作脆弱性
和不稳定性。瑒瑨 既然如此，当劳动者直接面对不确定的市场风险，平台企业对其控制权的正当性从何而来？

（二）从属关系隐蔽化及其挑战
关于平台企业和网约劳动者之间是否从属关系、其从属性是增强抑或减弱的问题，争论原因在于平台企

业对网约劳动者的管理和控制方式与传统模式差异较大，“指挥管理”较为隐蔽，“从属性”易被掩盖。
首先，服务业的劳动过程控制与劳务成果控制混合，劳动者直接向消费者和用户提供服务也使得企业内

部直接控制与企业外部间接控制结合。网约劳动多集中于服务性行业。瑒瑩 而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其劳务
成果是无形的，服务提供过程亦是劳务成果给付过程。因此，对劳务成果和服务质量的控制必然伴随着对劳
动过程和服务行为的控制。恰如学者指出，无论Ａｍａｚｏｎ设定承包商的薪酬等级，还是ＦｅｄＥｘ指定其司机
袜子的颜色，或Ｕｂｅｒ要求司机播放爵士轻音乐，劳务成果的控制通常与工作过程控制融为一体。瑓瑠 劳动过
程控制与劳务成果给付通常被作为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的分水岭。“劳动关系以劳动给付为标的，这点使得
劳动关系区别于加工承揽等以劳动成果为给付内容之民事关系。”瑓瑡不仅如此，网约劳动由于工作场所不固
定，平台企业不直接指挥其劳动过程，而只对其劳务成果做出事后评价，进而根据订单完成情况决定报酬给
付。由此似乎产生了劳动过程控制向劳务成果控制转变的表象，并进而引发劳动关系向民事关系过渡的疑
虑。
与此同时，网约劳动者直接面向消费者和用户提供服务，平台企业则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对服务过程进行

全程监控记录，这既是保障服务过程中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需要，也是为了通过记录和收集客户对服务
质量的评价，并将其与网约劳动者的薪酬和其他利害挂钩。可见，平台企业面对众多的网约劳动者，对其服
务过程／劳动过程以监控记录替代或弱化了指挥管理，以企业外部控制替代或弱化了企业内部控制，以通过
消费者和用户间接控制替代或弱化了雇主直接控制，从而使其从属性容易与消费者和用户的民事关系所混
淆。
其次，平台企业控制劳动过程／服务过程的书面规则与市场运营规则混合且依托于技术手段控制。传统

企业一般通过劳动规章制度等方式规范员工的劳动过程，而平台企业对网约劳动者虽然制定了一些书面规
则，但其中劳动过程／服务过程规则与市场运营规则即平台企业的对外营业规则混合，未能适用制定劳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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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靖：《外卖小哥抢时间交通事故高发》，载《北京晚报》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第１８版。
参见［美］弗兰克·Ｈ·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５３－２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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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上海市网约工群体以服务业就业为主，行业分布较为集中，第一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４８．９８％），
第二是住宿餐饮业（占１８．３７％），其他则多为家政等服务业。参见前注瑑瑣，马景红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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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６，ｐ．１６７３（２０１６）．

参见谢增毅：《劳动关系的内涵及雇员和雇主身份的认定》，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章制度的法定程序。并且，这种书面规则主要依托于技术手段来实现其控制功能，即通过计算机程序贯彻企
业意志，将管理和运营规则寓于算法之中，并借助系统软件自动执行。如ＡＰＰ会对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送餐
员自动派单，并根据其前期系统记录，接单数量多、完成质量好者将获得优先派单，而对于拒绝接单、迟延接
单、瑕疵履行等多发者，其抢单成功率则会下降，直至被取消抢单资格。可见，内置于ＡＰＰ中的算法和程序
实质上替代了类似劳动规章制度的功能，而这种算法和程序也未能适用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定制定程序。于
是，作为劳动关系从属性之突出标志的劳动规章制度，在网约劳动中难以凸显。平台企业特有劳动情境的技
术性和虚拟性，使得证据形式趋于电子化，进一步增加了劳动者的诉讼与维权成本。瑓瑢

（三）同事关系疏离化及其挑战
灵活用工较之正规用工，劳动组织方式分散化，同事间缺乏工作协作，加之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企业工

会和集体劳动关系覆盖之盲区，同事间关联程度很低，此之谓同事关系的疏离。而在新经济下，同事关系疏
离化进一步加剧。平台企业将碎片化的工作任务分派给网约劳动者各自独立完成，同事间缺乏工作协作，更
罕有面对面交流，分散化、原子化状态更加重，组织化难度更为加大。网约劳动者群体不仅普遍缺乏团结的
自觉意识，而且缺少相互持续沟通的条件，缺失形成整体性利益共识的长效机制，甚至彼此间还存在业务竞
争。信息技术虽然为劳动者群体之联合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如微信等社交媒体提供了很好的群体性交
流互动平台，但网络虚拟空间的联络便利并不能替代现实生活中的实体性即时沟通。如同事间不常见面，更
少面对面交流，缺乏真实互动，所谓同事仅仅体现为社交软件上的一个个光点，而并非活生生的个人。瑓瑣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发生在北京地区的滴滴、优步司机万人停工事件就充分反映出网约劳动者群体性行
动的无序化。该事件起因于平台企业大幅降低和取消补贴，北京地区滴滴、优步司机们通过微信群转发倡议
书，共同约定于４月１５日集体停运。参与停运的司机中，部分是接受倡议书自愿停运，部分则是被迫放弃运
营。为争取更多同事加入停运行列，很多司机采取恶意辱骂、故意差评、虚假订单极端方式予以逼迫。于是，

此次事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瑓瑤 可见，网约劳动者群体的同事关系疏离化，对工会和集体劳动关
系协调机制而言，既是作用不到位的后果，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

三、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规制的政策目标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灵活用工规制需要兼顾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和效率与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护，在市场自由
和国家规制进路之间保持平衡。瑓瑥 其政策目标的选择可着重于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新经济发展与提高就业质量的关系
在实体经济下行和去过剩产能的背景下，新经济的发展不仅被作为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而且充

当增加就业的新载体和新渠道。然而，以农民工为主的线下网约劳动者群体，多在蓝领岗位，劳动强度大、技
术含量低、职业风险高，且处于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覆盖的盲区，从社会认同度和职业获得感来看，其实际就
业质量并不高。这种现状所提出的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就业质量的诉求，却招致了因提高平台企业用工成
本而不利新经济发展的担忧和争论。
对此，需要明确的是，新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其“双边市场”的经营模式和商业逻辑。较之传统企业，平台

企业是以信息资源为优势、以服务业为主的企业，其“轻资产化”而“重信息化”的经营模式取决于其“双边市
场”的经营结构：一边是获取海量信息数据为主的市场，即通过线下和线上提供服务而吸引尽可能多的消费
者和用户数量，进而获取海量信息数据，但未必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另一边是开发利用海量信息数据以开拓
业务（如广告、咨询、信息服务等）的市场，营利肯定是其主要目标。前一边市场虽然未必以直接营利为主，却
是后一边市场得以开拓业务和营利的基础。在其前一边市场中，重视线下劳动者和线上劳动者（如主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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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淀区劳动争议情况白皮书（２０１８）》，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发布。
参见曾淑芬、陈志成：《资讯科技发展对非典型劳动之影响：以电传劳动、虚拟办公室与居家工作者为例（ＰＯＤ）》，“行

政院发展考核委员会”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５－２４４页。
参见杨轩：《北京昨天难打车，滴滴和优步司机在搞大罢工吗？》，载《第一财经周刊》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
参见丁晓东：《平台革命、零工经济与劳动法的新思维》，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权益保护和就业质量，虽然会提高平台企业的用工成本，却有利于平台企业在线下和线上日益激烈的“人力
资源竞争和服务质量竞争→吸引消费者和用户数量竞争→获取海量信息数据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所以
说，在新经济中，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和提高就业质量，根源于其“轻资产化”经营战略和“双边市场”的商业
逻辑，这有利于劳资双方的合作共生，亦是其实现利益双赢的根本所在。而弱化对劳动力市场和非典型劳动
关系的管制将会对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就业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则远未得到证实。技术进步和新
经济的发展将使每个个体得益，这就需要避免去管制化、弱化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立场。瑓瑦 故不应当理所当然
地认为，新经济的发展与灵活就业者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可兼容，如Ａｌｆｒｅｄ、Ｉｎｓｔａｃａｒｔ、Ｍｕｎｃｈｅｒｙ等公司已经
自发将其平台工人认定为雇员。瑓瑧 《费城宣言》确立了“劳动者不是商品”的原则，新经济中，该原则应当进一
步拓展为“劳动者不是技术”。瑓瑨 鉴于平台工作者已成为后福特制生产模式下平台企业“在更高位阶所整合
的生产要素，进而陷入明显的工具化”；瑓瑩加之专职平台工作者占比较高，职业化趋势加剧，面对平台工作者
的“物化”风险，其就业质量的提升尤为紧迫。
由此可见，对新经济发展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用工成本高低问题，而是用工成本的效益高低问题；而判断

用工成本效益高低的着眼点，对前一边市场而言，不在于用工成本的利润率，而在于用工成本与所获海量信
息数据的比率；并且，判断用工成本效益高低的视角，不能只局限于前一边市场，而应当放宽到“双边市场”，
尤其是前一边市场对后一边市场的基础作用。所以，在理念上应当由纠结于用工成本的高低转向着力于如
何提高用工成本的效益，并基于这种理念来认识提高网约劳动者就业质量与新经济发展之间“一个硬币两个
面”的关系，以及提高网约劳动者就业质量对新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促进作用。

（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的关系
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本来就是市场化劳动制度改革以来的总趋势，新经济只不过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

活化的新契机。然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应当与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属性和功能（如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
相协调，损害安全性、公平性或竞争性的灵活性，则为不正当的灵活性。正当的灵活性才可从宽规制，而对不
正当的灵活性则应当从严规制。
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作为后工业社会因素的体现，契合于平台经济的商业逻辑，既大幅度增加了就业岗

位，缓解了当前实体经济下行的就业压力，又简化了平台企业的招工程序，便利了劳动力供需双方的直接对
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且其较高的职业自由度更加契合年轻劳动者群体的择业需求，较低的职业门
槛则为职业技能相对不足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可能。通过激活行业竞争和服务类型多样化、
服务提供便利化，消费者福利得以增进。基于这种正当性，面对其开放的职场空间、便利的岗位选择、自由的
工时安排、自主的工资机制等新变化，应当宽容对待、从宽规制，以保障平台企业的发展活力。例如，不必将
典型劳动关系的用工规则适用于平台企业，而应当尊重和确认平台企业灵活用工机制的创新。
与此同时，平台工作者中的农民工群体，其就业问题不仅仍然存续，而且还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加重。一

方面，其“短工化”趋势更为强劲，甚至升级到“零工化”，无劳动合同、无社会保险、劳动基准缺失、解雇保护缺
位；另一方面，仍然多处于“双重体制外”状态，相对于平台企业，其外围劳动者特征更为突出；相对于所在城
市，其非市民问题仍然严重。尤其是当下平台工作者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大多数，瑔瑠而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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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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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Ｇｉｇ－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ＵＳＩ　Ｌａｂｏｒ　２（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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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Ｔ，Ｊｕｌｙ　１７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ｎｋｂｌｏｇ／ｗｐ／２０１５／０７／１７／ｗｈｙ－ｈｏｍｅｊｏｙｓ－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ｉｓ－ｎｏｔ
－ａ－ｈａｒｂｉｎｇ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Ｍａｙ．２０，２０１８．

同前注瑓瑦，Ｖａｌｅｒｉｏ　ｄｅ　Ｓｔｅｆａｎｏ文。
参见粟瑜、王全兴：《我国灵活就业中自治性劳动的法律保护》，载《东南学术》２０１６年３期。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出生的、已经年满１６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其总数已超过１亿人。上海

市网约工群体中，３５岁以下占比７３．４７％。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载
《改革》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代农民工而言，其更具融入城市和追求平等权益的欲望与追求，瑔瑡但过度灵活的工作岗位及人力资源开发机
制的缺位又极大制约其职业能力的提升，影响其身份转化的完成。可见，平台经济中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活
化所带来的不安全问题和不公平问题，较之传统经济下更为突出和紧迫。

再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看，实体经济下行和去过剩产能背景下的线下人力资源供给相对宽裕只是阶
段性现象，人口数量红利渐将消失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平台企业“用工荒”问题当下已局部
性和阶段性出现。而平台企业的线上用工实践中，直播平台企业尽管多不愿承认与“主播”有劳动关系，却普
遍要求其竞业限制，这表明人力资源激烈竞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人力资源并非海量且闲置，而是稀缺且有
限，这恰是平台企业竞争中的核心资源。瑔瑢 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灵活化，尤其是“短工化”和“零工化”，会减
弱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必将加剧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失衡，灵活性与竞争性的冲突由此更加凸
显。

可见，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规制，应当兼顾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的要求，对从宽
规制与从严规制作出结构性安排。例如，针对不同类型灵活用工形式的灵活度差异，或者作为非典型劳动关
系，或者作为民事雇用关系，或者作为准从属性劳务关系，实行规制力度不同的分层分类规制；根据平台企业
和网约劳动者双方各自不同的目标偏好和现实问题，如平台企业的灵活性和竞争性偏好，网约劳动者的安全
性和公平性偏好，作出差异性与兼顾性结合的规制安排；对于平台企业的线上灵活用工和线下灵活用工，根
据其岗位需求、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不同，实行不同的规制策略。

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其保护重点应当由保护工作岗位转向保护劳动者
自身。瑔瑣 平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规制，不宜只从劳动关系的维度入手，而应当从多个维度切入，做到就业保
护和社会保护并重。即是说，劳动关系认定的从宽或从严，劳动合同制度自治空间的扩大或缩小，固然与劳
动力市场灵活性直接相关，但劳动力市场安全性、公平性和竞争性政策取向的实现，更需要从就业促进、人力
资源开发和管理、工会保护、劳动条件基准、社会保险等维度协同着力。

四、我国新经济下灵活用工规制的劳动者保护路径选择

新经济下灵活用工规制中对网约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劳动关系保护路径，即在
“有劳动关系则倾斜保护、无劳动关系则不倾斜保护”的现行制度框架中，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灵活用工认定为
非典型劳动关系，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其二是社会保护路径，即不论有无劳动关系，均根据经济和社会政
策目标的需要，按网约劳动者的不同类型及其保护需求，配置相应的社会保护手段。此路径尽管现行制度条
件不完全具备，但在现阶段不乏探索保护措施的实践。

（一）劳动关系保护路径的难点和破解思路
尽管现行制度框架有保护范围偏窄与保护手段“一刀切”配置互为因果的缺陷，但在现阶段，探索非典型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以适度扩宽劳动法保护范围，并谨慎选择劳动法保护手段，仍有其现实可行性。劳动仲裁
和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和应对思路，主要在于：

１．如何判断当事人对是否为劳动关系的合意选择
现行政策表明，新经济下的灵活用工是否采用劳动关系用工形式，由平台企业与网约劳动者合意选

择。瑔瑤 而现实中，当事人双方多在合同中约定为“合作关系”或不构成劳动关系／雇用关系，这就带来可否依
据当事人的这种约定来认定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对此需要明确：

第一，认定合意选择的依据。实践中当事人双方关于法律关系属性，类型的合意选择有三个层次：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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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功成、黄黎若莲等：《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５页。
参见吴清军、杨伟国：《共享经济与平台人力资本管理体系———对劳动力资源与平台工作的再认识》，载《中国人力资

源开发》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张车伟：《中国经济增长与灵活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载《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参见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５〕２４号，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第１０条；交

通运输部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等（２０１６）６０号令，第１８条。



合同名称，多称为“合作协议”；二是合同条款，协议中多设专门条款约定不属于劳动关系／雇用关系，但有的
条款体现劳动关系的某种要素；三是运作事实，可能存在体现劳动关系要素的事实。当这三个层次的合意选
择不一致时，尤其合同名称、合同条款与运作事实不一致时，当然不宜依据合同名称、合同条款来判断，而应
当依据有无体现劳动关系要素的运作事实来判断。这三个层次中，对于合同属性判断的意义，合同条款的合
意优于合同名称的合意，运作事实的合意优于合同名称、合同条款的合意。这也是为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第

１９８号《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所确立且为许多国家立法和司法所肯定的关于劳动关系认定的“事实第一
原则”。瑔瑥

第二，“合作关系”的确定性问题。所谓“合作关系”，在我国合同法中，对合同类别判断不具有确定性。
一方面，依现行立法，“合作关系”不是一个有名合同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没有明确的法律属性，在此意义上，
“合作关系”什么都不是。另一方面，在合同法理论上，任何合同关系（包括劳动合同）都具有合作性，都可以
说是合作关系，在此意义上，“合作关系”什么都是。所以，所谓“合作关系”可以分别与劳动关系、承揽关系、
委托关系等并存，而不相互排斥。尽管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认为是“合作关系”，仍可认定其是劳动关系、承揽
关系或委托关系等，而不能仅凭被贴上“合作关系”标签而否定其是劳动关系。

２．如何构建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的指标系列
非典型劳动关系作为与典型劳动关系相对的概念和现象，需要以典型劳动关系为参照进行判断。即是

说，非典型劳动关系虽然不完全具备典型劳动关系的要素，但具备典型劳动关系的部分要素。而典型劳动关
系的认定标准通常有法定标准和理论标准两种。我国现阶段，尽管无严格意义上的法定标准，实践中一般以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充当法定的典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瑔瑦至于理论上的典
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尽管尚有争论，但也有基本共识（如从属性劳动等）。从法定标准和理论标准两个维度
进行参照比较，可以得出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两种思路，如下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典型劳动关系法定标准 非典型劳动关系标准

招用劳动者 招用劳动者

同时具备

法定主体资格

组织从属性
用人单位管理的有酬劳动

劳动构成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

▲未必同时具备三要素

▲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三要素

在表１所示以法定标准为参照的思路中，三种要素的各自弹性空间即“法定主体资格”＜“用人单位管理
的有酬劳动”＜“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如果不要求三种要素同时具备，而仅要求具备法定主体资格和
劳动构成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就有较大空间；若虽然要求同时具备三种要素，但对
法定主体资格和用人单位管理仅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也有一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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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瑥

瑔瑦

ＩＬＯ第１９８号《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第９条中规定，“就保护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的国家政策而言，确定此种关系
的存在，应主要以与劳动者从事劳务并获得报酬相关的事实作指导，而不论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可能商定的任何契约性或其它
性质的相反安排中的关系特点”。该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被采用，在有的国家还被视为合同法的一般性原则（如保
加利亚、意大利）。Ｓｅｅ　ＩＬＯ，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Ｒｅｐｏｒｔ　Ｖ（１），Ｇｅｎｅｖａ（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ｄｏｃ／

ｉｌｏ／２００５／１０５Ｂ０９＿８＿ｅｎｇｌ．ｐｄｆ，ｐｐ．２５－２７．
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２００５］１２号，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指出：“一、用人单位招用劳

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
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关于该条规定属于典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论述，参见王全兴、王
茜：《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表２

典型劳动关系理论标准 非典型劳动关系标准（网约劳动为例）

本人劳动力与他人生产资料（劳
动条件）结合，且生产资料（劳动
条件）强势于劳动力

本人劳动力与本人和他人的生产资料（劳动
条件）结合，且他人生产资料（劳动条件）强势
于本人生产资料（劳动条件）

组织从属性 部分组织从属性

内部经济从属性 外部经济从属性

继续性 继续性

利他性（雇主从他人劳动中得利） 利他性（平台企业从网约劳动中得利）

左列要素

之有或无

、强或弱，
决定着

是否为

非典型

劳动关系

在表２所示以理论标准为参照的思路中，他人生产资料（劳动条件）强势于本人生产资料（劳动条件）、部
分组织从属性、外部经济从属性、继续性和利他性等要素之有或无、强或弱，决定着是否认定为非典型劳动关
系，其中也有较大空间。
上述两种思路都面临着如何将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细化为具体指标系列的问题。对此，已有境外

经验可供借鉴。例如，２００６年ＩＬＯ第１９８号《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中，就劳动关系认定提出１３项因
素，瑔瑧这为２０１３年欧盟《欧洲劳动关系规则：１９８号建议书指引》所吸收，并进一步细化规定为１７项因素；瑔瑨美
国加州最高法院１９８９年确认的Ｂｏｒｅｌｌｏ测试规则，提出劳动关系认定的１１项考量因素，瑔瑩这对美国后续司
法实践影响较大，且在近年发生的Ｕｂｅｒ司机诉讼中所援引；瑖瑠日本劳动基准法研究会１９８５年《关于劳动基
准法的“劳动者”判断基准》提出“劳动者性质”的８项判定要素，瑖瑡已成为通说。受此启示，我国裁判实践需
要以上述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为框架，借鉴境外既有规则并从各地个案素材中提炼和梳理出具体指标
系列。
关于组织从属性，可考虑的指标包括：是否需要以用工方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工作是否构成用工方日常

业务的一部分；工作与用工方业务之间有无专属性或专属性程度的差异；工作是否必须由劳动者亲自完成；
工作是否需要劳动者有特殊技能；工作是否通常需要用工方或者专家进行指导；工作是否需身着特定工服和
工牌；可否拒绝接受工作指派和调度；若拒绝接受工作指派和调度有无来自用工方的不利影响；是否存在出
勤考核（工时管理）；是否要求劳动者随叫随到；服务内容有无标准化要求；是否存在独家合作或竞业限制约
定；用工方是否享有一定的管理和惩戒权限；是否存在招录考核和入职培训等等。
关于经济从属性，可考虑的指标包括：是否直接从用工方受领报酬；报酬直接受领于消费者，但计酬规则

和付酬方式是否由用工方决定；报酬与劳动有无对价性；计酬方式是否基于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报酬多寡是
否取决于劳动技能；报酬是否构成唯一或主要生活来源；用工方是否有权单方决定和调整服务价格；劳动成
果的市场风险是否由用工方承担；是专职还是兼职工作；客户是否主要来自用工方安排或信息供给等等。
关于继续性，可考虑的指标包括：约定的工作（合作）期限和期限延续方式；实际工作具有一定的持续时

间并有某种连续性；当事人双方对工作存续期间的预期等等。
关于利他性，强调的是劳动者的有酬劳动是为雇主利益而实施。故ＩＬＯ第１９８号《关于雇佣关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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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第１９８号建议书《关于雇佣关系的建议书》第１３条。

Ｓｅ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ｏ．１９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

ｉｆｐｄ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ＣＭＳ＿２０９２８０／ｌａｎｇ－－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Ｍａｙ．２０，２０１８．
Ｓｅ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ｉｒ．ｃａ．ｇｏｖ／ｄｌｓｅ／ＦＡＱ＿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ｈｔｍ，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　ｏｎ　Ｍａｙ．２０，２０１８．
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Ｏ’ＣＯＮＮＯＲ，ｅｔ　ａｌ．ｖ．ＵＢ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Ｎｏ．Ｃ－１３－３８２６ＥＭＣ，Ｄｏｃｍｅｎｔ　２５１．
参见田思路、贾秀芬：《契约劳动的研究———日本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２－８３页。



议书》所列因素中包括“工作系完全或主要为对方的利益”，而实际上，当具备组织从属性时，利他性也同时具
备。只不过在网约劳动中，需要从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的经营结构来理解利他性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指标系列在整体上应具有开放性。如《欧洲劳动关系规则：１９８号建议书指引》规定的最

后一项为“其他因素”；１９８９年美国加州最高法院“Ｂｏｒｅｌｌｏ规则”规定的最后一项因素是“各方是否相信他们
之间存在雇用关系”。在我国，消费者对网约服务（如乘客对网约车）的认知也应成为重要的参考因素。
上述指标系列中，没有任何一项指标因素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不同指标间可能有相互矛盾的指

向。试图寻求统一结论将是一项“危险的努力”，应赋予法院和行政机构以决策权衡空间，根据立法目的和价
值判断确立优先考察因素。瑖瑢 各项具体指标体现劳动关系要素的程度不尽相同，需根据各自对劳动关系认
定的意义大小分别设定相应的分值或权重，以便于按照不同个案的特殊需要选择相应的指标，进行综合判
断。

３．如何选择劳动法的保护手段
既然是非典型劳动关系，其特殊性决定了未必可适用典型劳动关系的各种保护手段，境外劳动法保护手

段分层分类配置与保护范围扩宽相匹配的启示，也在于此。然而，在我国劳动法保护手段“一刀切”配置与保
护范围偏窄互为因果的现行模式下，非典型劳动关系认定适度从宽的正当性，需要以谨慎选择保护手段作支
撑，这就加大了裁判实践的难度。
其实，司法实践对此已有探索。例如，“好厨师”案件的突出亮点就在于，认定劳动关系的同时还选择适

当的保护手段，即仅支持违法解雇赔偿的诉求，而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责任、加班费、安排年休假
和社会保险费等诉求都未支持；在闪送员李某诉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案件中，瑖瑣认定劳动关系所支持的仅
限于交通事故的工伤赔偿责任。以传统经济下非典型劳动关系为对象的案例中，也不乏谨慎选择保护手段
的探索。瑖瑤

实践也表明，现行劳动立法对保护手段的分层分类配置尽管不足，但对裁判者仍不失对非典型劳动关系
个案可选择保护手段的空间。《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立法文本虽然对本法适用范围只作出整体性规
定，但并不意味着同一文本或制度中各个法条或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都相同。这是因为，与法律规范的完整
逻辑结构即“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对应的是整个法律体系而非某项法律文本或法律制度，即是
说，同一项法律规范的“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未必见之于同一项法律文本或法律制度。于是，虽
然各个法条或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亦即行为模式或法律后果，都有相应的假定条件，但其假定条件既
可能由本法明确规定，也可能由他法明确规定，还可能法无明文规定而由裁判者裁量判断；并且，即使在同一
法律文本或法律制度中，不同法条或法律规范的假定条件也不尽相同。这样，裁判者对各个法条或法律规范
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可根据对其假定条件的判断来确定其不尽相同的适用范围。在非典型劳动关系个案中
对保护手段的选择亦如此。既然是非典型劳动关系，适用于典型劳动关系的保护手段就未必能完全适用于
非典型劳动关系个案，关键是看个案中有无与特定保护手段对应的假定条件，有者则可适用，无者则不适用。
例如，平台企业与劳动者多签订合作协议，尽管未明确是劳动合同，而双方权利义务已有约定，故即使认定为
劳动关系，也不宜适用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责任。又如，工作时间灵活且由劳动者自主安排是网
约劳动的本来特征，故即使认定为劳动关系，也不宜适用最高工时基准和加班基准。再如，准入方便、退出自
由是平台企业用工的优势，故即使认定为劳动关系，也不宜适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制手段。
可见，现行劳动立法对各种保护手段的适用范围虽然未做典型劳动关系与非典型劳动关系的区分，而裁

判实践中不必将各种保护手段都不加选择地适用于非典型劳动关系。即是说，现行劳动立法在保护手段配
置上虽然存在“一刀切”的不足，但对裁判者只加重了选择适用保护手段的难度，而未排除保护手段选择适用
的空间。法治语境下裁判者对立法缺陷的应有担当，是尽可能缩小、弥补，而不是放任、放大，故不宜以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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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瑢

瑖瑣

瑖瑤

参见［美］赛斯·Ｄ·哈瑞斯：《美国“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黄晓宇：《闪送员起诉确认劳动关系获支持》，载《北京晨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７日第Ａ１１版。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粤０３民终字第６９０５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７）京０１０８民初字第１９１１１号等。



“一刀切”之不足为借口，从严甚至拒绝认定非典型劳动关系，将本应纳入劳动法范围的对象排斥在外。
（二）社会保护路径的重点举措
在劳动关系保护路径仍然作用受限的现阶段，需要从社会保护路径探索举措，给劳动关系保护路径弥补

不足和减轻负担。以网约劳动者（尤其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社会保护，重点在于：

１．加强社会保险权益的保护
网约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益实现的关键，是社会保险突破劳动关系界限，充分覆盖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

灵活就业者群体。《社会保险法》虽然实现了这一突破，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已于法有据，但仍存在诸多制度
性障碍。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形成职业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机制已成为日趋紧迫的集体性诉求。瑖瑥

对此，下述要点值得重视：其一，险种选择。基于现实急迫性和可行性考虑，将网约劳动者作为灵活就业
者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宜各险种同步并进，而应优先实行工伤保险，其后逐步推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
险。其二，制度定位。依现行社会保险体系，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险面临着是归入职工社会保险或居民社会保
险，还是独立构建的选择。鉴于现行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与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有较大
差距，加之网约劳动者多是新生代农民工，故应归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而工伤保险在现行立法中只
限于职工工伤保险，地方试点中，灵活就业者工伤保险有的归入职工工伤保险（如南通市），有的独立构建（如
太仓市）。从保障能力和可持续性考虑，应归入职工工伤保险。同时，鉴于“职工”仍是劳动关系中的概念，而
网约劳动者未必都有劳动关系，故“职工社会保险”应当转向“劳动者社会保险”。其三，强制与激励结合。现
行立法中，对灵活就业者仅要求其“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而实际参保率很低。至于灵活
就业者工伤保险，现行立法尚无规定，地方试点也限于自愿参保。瑖瑦 基于社会保险的社会安全目的和公法属
性，以及调动灵活就业者参保意愿的考虑，应在实行强制参保的同时，采取社会保险费补贴等激励参保措施。
地方试点中已有重视激励参保的实例，如《太仓市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暂行办法》规定，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本市职工或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均可参加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险；职业伤害保险基金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筹资，列入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参保人员个人不承担缴
费；职业伤害保险基金不足支付时，由市财政承担。其四，特别法规则。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险虽然归入职工
社会保险，但职工社会保险的规则未必都能适用于灵活就业者，而网约劳动者是就业灵活性更强的群体，这
就需要针对其流动性较强、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等特征设计必要的特别法规则。例如，鉴于农民工群体参保积
极性不高，需要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工作，积极探索同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
有效衔接机制，还需坚持“统筹账户不截留”原则，为社会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险种间转换打通渠道；基于其
流动性较强，已经工作较长时间（如半年以上）的劳动者方可要求平台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企业缴费应
直接纳入社会统筹基金，而非劳动者个人账户，并通过统筹层次的逐步提升而覆盖劳动者的流动空间，以此
彰显社会保险的共济性及其基金运作的高效性。平台企业还需发挥枢纽作用，做好社保关系代办和社保费
用代收代缴工作；鉴于平台用工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上高度灵活，工伤认定条件应弱化工作场所、工作时间
的意义而突出职务或业务行为的意义，且应由网约劳动者自行申报工伤认定而不必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前提；
网约劳动者同时兼有经营者身份，其工伤保险费可考虑由平台企业与劳动者按比例分担。其五，以商业人身
伤害保险为补充。在对网约劳动者未实行工伤保险的现阶段，有的平台企业要求其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这有其积极意义，但不能作为对工伤保险的替代，而只能作为工伤保险的补
充，并且应在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如将这种保费列入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额的税前扣除。瑖瑧

２．加强工会组织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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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瑖瑦

瑖瑧

上海市网约劳动者群体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社会保障，占比达４６．６４％。参见前注瑑瑣，马景红调查报告。
参见《太仓市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暂行办法》（２０１４年）第５条；《南通市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伤害保险暂行办法》

（２０１５年）第２条。
财政部等：《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７年）３９号，２０１７年４

月２８日。



调研结果显示，网约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的意愿较强，渴望通过集体的力量争取更多合法权益。瑖瑨 然
而，网约劳动者分散程度高，农民工群体团结难度大，其多不属于工会会员。加强工会组织的保护力度，主要
着力点在于：第一，开拓网约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的通道。一方面，对现行立法关于工会会员资格的规定瑖瑩

作扩大解释，将会员资格与劳动关系相对脱钩，并且将作为会员资格要件的“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扩
大到“工资”以外的灵活就业者劳动收入，为网约劳动者入会提供法律依据。这在国外已有先例，如美国西雅
图市议会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通过法案，允许网约车司机组建工会，尽管其可能被认定为独立承包人而非劳动
者；瑘瑠德国工会ＩＧ　Ｍｅｔａｌｌ亦创建Ｆａｉｒ　Ｃｒｏｗｄ　Ｗｏｒｋ，与Ｔｕｒｋｏｐｔｉｃｏｎ合作，为增强Ａｍａｚ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
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而共同努力；瑘瑡意大利、英国、奥地利、印度及一些非洲国家，平台工作者已经加入工会。瑘瑢

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技术，便利农民工群体办理入会手续，如上海市总工会“申工社”ＡＰＰ上线后，网约劳
动者申请入会极为便捷。瑘瑣 第二，创新工会的基层组织形式，由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拓展，由单个企业向行
业、社区、市场拓展。如美国的全国家政工人联盟、餐厅工人联盟、出租车工人联盟以及其他类似的团体，是
在工会的传统组织形式之外增强劳动者组织化程度的劳工替代团体（ａｌｔ－ｌａｂｏｒ）。瑘瑤 我国已有在单位工会之
外创建社会化基层工会的实践，如区域性、行业性或平台性工会组织，按照灵活就业者所属行业类型或区域
范围，吸收未能加入单位工会的灵活就业者成为会员。如浙江省的车马象联合工会、重庆市的沙师弟货车司
机（网络）工会，其会员主要为货运物流司机群体。第三，落实工会的经费保障。鉴于社会化基层工会不像单
位工会那样由用人单位提供经费作保障，且会员会费收缴较之单位工会也有困难，故应当在会员缴费之外开
辟新的工会经费来源。例如，上级工会经费补助、地方财政补贴等，应当在立法或政策中明确规定。部分地
区已有关于“两非一无”人员（即非正规就业、非标准劳动关系和无单独建立工会人员）提供入会补贴的政
策。瑘瑥 第四，注重工会维权、服务的开放性。由于社会化基层工会的会员发展和组织发展还处在初步阶段，
故其维权和服务的对象范围应当具有开放性，只要是所在区域、行业或平台系统的灵活就业者，即使还未成
为会员，也应当纳入维权、服务职能的覆盖范围。职能覆盖先于组织覆盖，以维权、服务活动提高其社会公信
力和组织凝聚力，促进会员发展和组织发展。第五，创新集体协商方式。平台经济的发展塑造了扁平结构、
去权威化、双向互动的新型管理理念，劳资对立的集体劳动关系向劳资融合的共生性劳动关系转变，瑘瑦由此
需要通过集体协商方式的创新增强劳资双方的深度理解与持续协作。一方面，需充分发挥平台功能，由政府
主导型协商转向政府指导下的平台自治型协商；另一方面，需拓展集体协商形式，在正式场合的集体协商之
外逐步形成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协商，通过即时通讯手段，充分而有序地表达网约劳动者的利益诉求。

３．加强平台企业的社会治理责任
关于平台企业是否属于用人单位的问题，尽管一直有争论，但要求其对网约劳动者承担一定保护义务，

已为政策所肯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平台企业除了可从劳动关系／用工关系维度确定其用工主体和得利
主体地位外，还需要从社会治理维度确定其角色。即是说，在平台经济中，平台企业作为组织生产要素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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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调研表明，上海市网约工群体中，非会员网约工愿意加入工会的占５８．７８％，希望所在的网络平台企业成立工会的占

６４．３８％。参见前注瑑瑣，马景红调研报告。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２００９年修正）第３条；《中国工会章程》（２０１３年）第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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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平台，其所贯通的线下实体社会空间与线上虚拟社会空间，其所经营的获取和开发利用海量信息数据的
双边市场，都面向广泛的空间范围和不特定的相对人，故其灵活用工无论是否为劳动关系，都具有极强的外
部性。因此，平台企业在逐步取代传统企业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就业岗位之际，亦需同时承担传统企业作为社
会公民所肩负的社会稳定、公共秩序、文化建设等职能，在追求自身利润之外兼顾劳动者和消费者等相关群
体的利益，担负作为社会治理者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保护网约劳动者权益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
平台企业应当将网约劳动者权益保护列入其社会责任目标体系，落实于具体的平台治理规则和治理手段；平
台企业所属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当将网约劳动者权益保护纳入其制定的平台服务标准，作为其评估考
核、检查监督的必要内容。
强调平台企业作为社会治理者的角色和责任，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还具有已为实践所证实的可行性。

例如，“滴滴出行”平台从“驾驶时长、车速、加速、转弯、刹车”五个维度监测司机驾驶行为，瑘瑧既是对司机职业
安全的保护，更是对公共交通秩序的治理。又如，Ａｉｒｂｎｂ、Ｔａｓｋ　Ｒａｂｂｉｔ、Ｌｙｆｔ等平台企业对依托其信息服务
的从业者建立信用评级和行为监督机制，尤其是入职前调查其社会背景和犯罪记录，入职后建立其诚信档案
和信誉清单，不仅为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提供参考，而且使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成为可能。瑘瑨 这不仅有益
于社会秩序，而且有助于从业者在同业竞争中持续获益。再如，平台企业大多自发形成多元收入分配机制，
除计件报酬外，还包括交易分成、广告分成、打赏、平台补贴等形式。其探索者如北京市某网约车平台企业，
在基本收入之外向司机提供了普通翻倍奖、高峰小时保底奖、优秀司机额外翻倍奖、金牌服务奖、新司机首周
奖等奖励。瑘瑩 其中将消费者评价等社会因素直接纳入收入分配机制，也不失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还如，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法院通常认定网约代驾司机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应由平台企业承担赔偿责
任；瑝瑠或者认定代驾司机与平台企业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平台企业需承担连带责任。瑝瑡 这类判例
试图建立平台企业有条件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机制，其优势在于：一方面，降低了侵权案件中劳动者的赔
偿负担，加之平台企业经济实力较强，受害人可以获得充分赔偿；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平台企业监督管理劳
动过程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进而有利于交通安全等公共利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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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共享经济：从起步期向成长期加速转型》，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９日
第１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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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清军、李贞：《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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